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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辞格审美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因①

宗廷虎，李金苓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引用辞格在我国之所以能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并且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是与其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色有关。

各历史阶段中，引用辞格审美的发展又与社会文化动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总体说，大致可以从７个方面进行探索，

即：社会需要的制约，崇古、尊圣观念的影响，礼义等哲学观念的渗透，文坛主流思潮及风尚的制动，社会习俗文化的促

进，文体发展的推动及古今引用理论的推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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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辞格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现象，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运用史，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陈

望道对“引用”的定义是：“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成分，名叫‘引用辞’。”［１］１０３这里所谓的“成

语”与“故事”约指“言谈、成说”与“事迹、典故”。而“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可理解为“引言”与“引

事”。这种“引言”与“引事”，便是引用辞。

引用辞格之所以深受人民大众的青睐，与其具有鲜明的审美特点有关。各个历史时期除了分别呈

现起主导作用的庄严美、典雅美、通俗明晰美之外，还有交替呈现的多元美作陪衬，如含蓄美、简洁美、变

化美、诙谐美、精切美等。引用辞格审美数千年的发展史证明：它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生存在

人们的交际过程之中，植根于社会政治、文化土壤深处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积淀的产物。因为

首先，作为被引用资源的“言”和“事”其自身就是人们创造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结晶。其次，人们在

长期的引用过程中，对被引用资源的“言”和“事”的意义、内涵、色彩等，或沿用、或削减、或拓展、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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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亦即通过不断增减、变换新的文化元素，从而愈益显示出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可以说，引用是一种

古与今、新与旧、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修辞现象。从文学修辞批评历史过程来审视

引用［２］，引用审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承文化与发展文化的过程。故而它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至

为密切。本文试对二者的关系，从不同视角作初步探索。

１　社会需要的制约
引用修辞审美的发展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社会不

同阶层人士的需要，二是各条不同战线的需要。

１．１　不同阶层人士的需要
先看统治阶层的需要。我国古往今来有识之士曾总结过，历代统治阶层为了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

而频频引用“古训”的历史经验。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注意到“古训之用”，指出：

“道古语以剀今，道之属也。取古事以托喻，兴之属也。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

乎今。……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故帝舜观古象，太甲称先民，盘庚

念古后之闻，箕子本在昔之谊。周公告商而陈册典，穆王详刑而求古训。此则征言征事，已存于《左》

《史》之文。凡若此者，所以为信也。”［３］９７黄氏以上虽仅以先秦时多位帝王、重臣对此的认识为例，但已

揭示了我国历代统治阶层的共识：用典，对统一认识、深化统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南北朝，几代

帝王爱好文学，不仅提倡用典隶事，还带头身体力行，对文坛数典隶事之风的盛行，起了有力的推动作

用。用典，对统治阶层来说，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思想统治的手段，因而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重

视与运用。

再看知识分子与平民的需要。以先秦为例，“士”游说诸侯时，为了使所奉献的富国强兵之策能被

采纳而经常引经据典。诸子百家参与学术争鸣时，引用是常用的手法之一。再以两汉为例，刘勰《文心

雕龙·事类篇》指出：“贾谊《?赋》，始用《颎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及杨雄《百官

箴》颇酌于《诗》《书》……。至于崔（鈒）、班（固）、张（衡）、蔡（邕），遂捃摭经史……因书立功，皆后人

之范式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补充说：“爰至齐梁，……用事采言，尤关能事。”黄氏接着分析：为什麽

“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为什麽大家热衷于用典呢？已与多年形成的理念与习俗有关：“学旧文者不

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３］９７－９８这个理念与习俗一直

影响到现当代，即使人民大众日常交际，也常引用权威的话或俗谚语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１．２　各条战线的需要
古往今来，引用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活动的各条战线几乎都需要“引用”为之出力，因而其引用审

美也具有多方面的魅力。以外交战线的需要为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之间相互聘问，外交活动

频繁。在外交场合，宾主常赋诗言志，通过引用《诗经》的诗句来传情达意，暗示各自的政治意图，从而

达到外交的目的。《左传》对此有较多记载。所以孔子也指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现

当代国际之间的外交活动更为频繁，我国领导人访问外国时，经常在对方的欢迎大会上引用所在国的名

人名言或其俗谚语，从而拉近感情，增强亲和力。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举例说：

“有一天，胡耀邦同志谈到，同外国人讨论问题可引用一些外国名言，来提高我们的说理性、逻辑性和感

染力。……最后我们编了一本外国名人名言小册子。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志真用了其中一些话，效果非

常好。”［４］其他战线，如工业、农业、教育甚至进行学术研讨等亦无不需要引用发挥作用，不赘述。

２　民族文化心理：崇古、尊圣观念的影响
引用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之所以历数千年依旧生命力旺盛，还与民族文化心理中崇古、尊圣观念的

强烈密切相关。人类历史幼年固然一般均有图腾崇拜时期，我国这方面的历史遗迹更打上了特殊的印

记。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三皇五帝传说的版本不一，但三皇五帝都是被崇拜的对象。儒家创始人孔

丘，作为崇古、崇周代文化、崇拜尧舜等圣贤的代表，他赞扬尧舜的话，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

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而引用。不仅对圣贤如此，而且唯

“先王”的语言为宗，也成为读书人的一种自觉意识。《荀子·非相篇》即宣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

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大盛，崇古、尊经思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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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展。例如，扬雄一再宣称：“圣人之言，天也。”（杨雄《法言·五百》）孔子的“书、言、行、天也。”（杨

雄《法言·君子》）将孔子等圣人的话视为永恒的道德规范。扬雄认为：读书不宗《五经》，“非书也”；言

语不宗《五经》，“非言也”（杨雄《法言·问神》）。这种认识，对当时“征圣”“宗经”思想的发展，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此，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总结说：用典“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这一论断，准确而到位地揭示了“尊圣”观念对引用的重要制约作用。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高举复

古明道的旗帜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韩愈《答刘正夫书》）宋代复古运

动的骁将欧阳修同样认为：“《诗》《书》《易》《春秋》等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欧阳修《代人上

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可见崇古尊圣思想，一脉相传。明代虽有主张复古，拟古与反对复古、泥古之争，

但对《书》《诗》等经书，也是奉为征引典籍的。清代不少学者主张学古而不泥古，并能“通变”。到了现

当代，崇古、尊圣思想演变为对权威的崇拜。人们在论辩、演说或撰写学术论文中，常常引用权威的观点

作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受上述思想影响的表现。崇古、尊圣、崇拜权威理念指导下出现的引

用，主要呈现庄严美，有时也呈现典雅美。

３　礼义等哲学思想的渗透
早在战国时代，礼、义等哲学思想已深入渗透到《诗经》的引用中。多方面引《诗》，是战国时期一种

特有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引诗、论诗的最终目的已在于‘以诗证礼’或‘以诗明礼’”［５］３０６，这时的

《诗经》，不仅仅被视为文学，它已“广泛应用于宗教、哲学、政治、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５］５８。仅以战国

时期的重要文献《礼记》引用《诗经》为例，用诗１３９次中，几乎都与“礼”有关。据王秀臣《三礼用诗考
论》对《礼记》引用《诗经》的分析：“其一，用《诗》的目的是为了对礼作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从而证明礼

的重要性……其二，这种用《诗》形式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态势和说教者的口吻，听说双方事实上均已

把《诗》当成了心目中的权威和经典；其三，‘诗云’多数情况下又是借孔子之口以‘子曰’的形式出现，

进一步渲染了用《诗》的效果，增加了用《诗》的权威性。这样，通过《诗》证明了礼，在礼的原则下，又通

过礼阐释了《诗》。礼的权威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儒家以礼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同时，儒

家以礼为首要标准的经世致用的诗学理论体系也开始形成。”［５］６４《诗经》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经

典，它闪烁着“礼”的光芒，保存着先祖的仪型，蕴含着历史和人生的启示。因此对《诗经》的引用以庄严

美为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到了汉末以后，道、玄、佛的地位大大提升。魏晋之际，玄学成为主流，自东晋至南朝，佛学又一跃而

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引用中的审美，在哲学思想的制导下，也转而为以典雅美为主了。

４　文坛主流思潮及风尚的制动
历代文坛上出现的主流思潮或风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各种文体中引

用审美的发展也有制约作用。辞格审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例如魏晋南北朝的文坛上曾出

现以“数典用事为工”风尚。文人们聚会时常相互“用事”以显示才能，甚至以“用事”作比赛。尚书令

王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卢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

得。詀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詀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座击赏。詀乃命左右

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南史·王詀传》）王詀之所以趾高气扬地离去，乃因他在“用事”比

赛中夺冠的缘故。由此可见，这种视“用事”多寡为美、以炫耀知识广博为美的风尚有力地推动了引用

审美的发展。小说、诗歌，尤其是骈文中的引用均有所表现。再如宋代文坛上崇尚创新的风气甚盛，不

仅诗文创作强调创新，而且“用事”手法的运用亦强调创新。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指出，宋型文

化具有“不唯经”“不唯圣”的特点：“宋代的疑古批判精神造就了‘经学变古时代’。……怀疑精神……

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精神，开放心态。”［６］２０，２２这种“创造精神”影响了诗坛重视引用手法理论的探索。

如王安石提出“借事以相发明”说，苏轼提出用事“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说，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夺

胎换骨”说，范文提出“临时斡旋”法，严有翼、杨万里等人提出“反用法”“翻案法”等。他们同时身体

力行，带头创新实践，于是诗坛上形成崇新尚奇的风气。这种创新的风气促使了宋代引用方式的创新，

如化用的多样与反用的大量出现。这种创新的风气也影响了引用审美的多姿多彩，除典雅美外，新颖

美、变化美等均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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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引用审美融化成社会习俗文化的多个方面并相互促进
千百年来，引用手法用途广泛，已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并已融化为社会习俗文化。人

们通过用典给多类事物命名，从命名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以下仅以人名（含绰号）、建筑物

名、校名、书斋名、书名等为例。

先看人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记载：晋代庾亮给刘爰起了个绰号：“羊公鹤”。接下

来该文解释道：“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遀鏳而不肯舞，故称比之。”西晋大臣羊

祜（字叔子）有一只会跳舞的鹤，即向人夸耀。鹤被赶来后，却松松垮垮地不跳。庾亮用此典比称刘爰

像“羊公鹤”一样名不副实。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名字典出《易经·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

王。”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也典出《易经·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宋代词人周邦彦，其名

典出《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邦彦”者，国家之栋梁也。元曲名家马致远名字典

出《淮南子》：“非宁静无以致远。”现当代多位名家的名字也多有出典。如张闻天名，出自《诗经·小

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朱自清名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谢冰心名

出自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片冰心在玉壶。”刘白羽名出自卢纶诗《和张仆射塞下曲》：“平明寻白

羽，没在石棱中。”美学家蒋孔阳名出自《诗经·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以上人名，或寄托

了父母的期望，或蕴含了本人的决心，有的典出经籍，有的引自诗词名句，它们又与题旨情境高度切合，

分别呈现了庄严美、典雅美、含蓄美或精切美。

再看故宫众殿名。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明、清两代。众殿名中，太和殿名典出《易

经·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周振甫《周易译注》：“大和：太和。”中和殿

之名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殿名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

想。交泰殿名典出《易经·泰》：“《象》曰：天地交泰。”象征帝、后和谐，安康美满。养心殿名出自《孟

子》：“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意为要涵养天性。以上殿名均出自经典典籍，呈现了庄严美。

再看校名。复旦大学的“复旦”典出《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玄注：“言明

明相代。”“旦复旦”谓光明又复光明。同济大学的校名引自《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

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比喻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再看书斋名和专书名：复

旦大学教授郭绍虞自称，其书斋取名“照隅室”，其文论集取名“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

论集”。“照隅”二字典出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系“用来对照自己的治学

方法”（《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自序》）。另一复旦教授王欣夫以“蛾术轩”为自己书斋名，典出《礼

记·乐记》：“蛾子时术之”，意谓要学大蚂蚁勤衔泥以成蚁冢，比喻勤学。王欣夫所撰专书亦被命名为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目录》。钱钟书《管锥编》书名典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作者在自序中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锥指管窥，先

成一辑。假吾岁月，尚待赓扬。”意指这是一部“识小积多”“锥指管窥”之作。王蒙钟情于引用李商隐诗

句。如《心有灵犀》一书书名引自李商隐《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小说《相见时

难》暗引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以上各种取名，或庄严美，或典雅美，或含

蓄蕴藉美。这些引用千百年来已形成社会习俗文化，而这种习俗文化又促使人们在给各类事物命名的

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促进，充分利用引用的多个要素，从而表现出给事物命名的多姿多彩，由此也显示了

其得以存在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６　文体的发展变化推动引用审美的发展变化，文体的多样影响引用审美的多样
文体作为引用修辞手法的载体、平台，它对引用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引用手法存在于文体这一载

体、平台之中，它的发展自然受着文体的制约。因此，文体发展变化了，引用手法也会不同程度的随之而

发展变化。如以古代散文体为例，“古代散文，就其体制而言，又可分为散体文、骈体文两大类。”［７］１先

秦散文主要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两大类。二者“旨在记载历史，发表有关政治、社会等方面主张，原本

都是实用性文章。”［７］２其中引圣贤权威的话较多，目的多为“证立言、断行事”，因而其审美以庄严美为

主。两汉散文主要继承了先秦散文，也主要有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大类，因而其引用亦继承了以庄严

美为主的传统。至唐宋时散文体的引用审美便有了变化，即变为以庄严美、典雅美为主。因为此时散文

的范围更加广泛，一般情况下，议论文中的引用多继承以庄严美为主的传统，而传记、游记、抒情等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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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引用则以典雅美为主。当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出现骈体文之后，由于魏晋南北朝骈体文“以博雅

见长”、“以数典为工”等因素形成了骈体文典雅美的特点，因而骈体文中的引用则呈现以典雅美为主的

态势。骈体文引用审美与散文引用审美便有所不同。这说明文体的新变对其引用审美的影响。再以小

说体为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代表的《世说新语》，其审美以典雅美为主，故其引用也呈现典雅美

为主的形态。到了唐宋时期，传奇以典雅美为主，话本以通俗美为主，二者之中的引用也随之受其制约。

明清的白话文小说虽然雅俗共赏，但通俗美成为主流，其引用亦呈现通俗美为主的形态。这也是文体变

化对引用审美制约的实例。

从文体的多样来看，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文体愈多，其引用的审美便愈丰富多样。如先秦时期只有

散文与诗歌两种文体，其引用的审美则只有散文中的以庄严美为主与诗歌中的以庄严美兼具虚幻美两

大类。到了元明清时期，文体有散文、诗歌、词体、戏曲、小说等多种，其引用的审美也便呈现多样化：既

有散文引用的以典雅美、含蓄美为主、诗歌引用的以典雅美、含蓄美为主，清末开始呈现通俗美；又有戏

曲引用的通俗美与典雅美相结合，小说引用的以通俗美为主，以及词体引用的典雅美、含蓄美为主等。

除以上为主的审美外，还有兼具的其它多元美，如简洁、变化、诙谐等，就更加多姿多彩了。到了现当代，

由于语体分得更细，其引用的审美也更为丰富多彩，魅力纷呈。

当然，文体对引用的制约不能机械理解，不同文体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其引用的审美也有共同点。

况且引用的审美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并存的；即使审美相同，其引用方式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总之，文体作为引用手法的平台、语境，对引用审美发展的制约是不容忽视的。

７　众多引用理论对审美的推进
数千年来，不断涌现的精辟而又丰富多彩的引用论述，对引用审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７．１　论引用与崇古尊圣
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论及引用的，出自《庄子·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言者，是为耆艾。”成玄英

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当时庄子将引用命名为“重言”，主张“以重

言为真”，主要是因为权威、长者“体多真实”。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指出：“胤征羲和，陈政典之

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政典》为法典，“迟任”为史官。引他们的话，以

示权威性。刘勰还引《周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作为佐证。并说：“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

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这些论述，都说明我国向来有崇古尊圣之风。可见引用形

成的庄严美，与这些风尚的提倡与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７．２　论引用须适合主旨及各种情境
古往今来与此相关的论述颇多。如《文心雕龙·事类》提出“理得而义要”“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

出”“用人若己”等，都围绕用事要自然、合理，切中要点，并融化在自己的语言里。这与“贴切”“密合”

等语意殊途同归。唐代王昌龄《诗格》论用事，主张必须“如己意而与事合”，即所用典故要与作者主旨

相合。清代袁枚提倡用典要根据诗意的需要而安置在恰当之处。他在《随园诗话·卷六》中说：“用典

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不可乱放。他讽刺那些“暴富儿自夸其

富，非所宜设而设之，置
!

窬于大门，设尊于卧寝，徒招人笑。”他还认为用典在不同的诗体中也各有

所宜：“有宜近体者，有宜古体者，有近古体俱宜者，有近古体俱不宜者”，不能随便乱用。用典要考虑适

合各种诗体，这是他的创见。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转引《柳塘词话》引徐士俊论集句有“六难”中，

其中一难即“切题意”，沈又加上一难曰“打成一片”，说的也是集句形式要与内容高度融合，他并盛赞朱

彝尊集句专著《蕃锦集》是“文心妙合”的“杰构”。以上理论对促进引用自觉地适应题旨情境大为

有益。

７．３　论求新求雅
宋代用事追求创新之风尚与用事理论的推进关系甚大。王安石提出“借事以相发明”说。苏轼提

出“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说，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法”等，均要求在用典时必须发挥创造性，竭

力在“化”字上下功夫，灵活熔铸，化故为新，化俗为雅，切忌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他们不仅提出理论，

而且身体力行。清代朱弁《风月堂诗话》曾赞曰：“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

金，自有妙处。”刘熙载《艺概·词概》赞曰：“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庾语，已经运用，便得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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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姿是何异！”宋吴聿《观林诗话》对苏轼在赠人诗中“多用同姓事”、王安石诗中类似的“用彼我两姓

事”的创新之举赞不绝口。名家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了有力地推动作用。

７．４　提倡俗语入诗
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了苏轼的理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这与苏轼“以俗为

雅”的论说完全一致。他认为引用民间语言入诗十分必要，但必须对被引俗谚语、俚语进行熔铸加工，

这样可以使语言增添新鲜、自然的魅力，并向“雅”之美转化。明代王骥德《曲律·论用事》主张戏曲用

事“务使唱去人人都晓，不须解说”为标准，他对《琵琶记》引用“一夜夫妻百夜恩”等民间习用语，十分

赞赏。俞弁《逸老堂诗话》很欣赏白居易诗“善用俚语”。杨慎《升庵诗话》认为“谚语有文理”，主张用

谚语入诗。清代袁枚也竭力主张俗语可入诗。这些论述对引用中典雅美、通俗美被认定，都有一定

作用。

７．５　赞反用
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从理论上总结出引用中的反用法，指出其特点为“反其意而用之”，并认为

“凡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不可能达到此境界。南宋吴沆《环溪

诗话》认为“动步要说变了古人言语，方有新意”，“此乃倒翻古人公案”。杨万里《诚斋诗话》重点总结

了杜甫、苏轼诗中善用反用法，赞曰：“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指出这是一种翻却古人

公案的“翻案法”。清代顾嗣同《寒厅诗话》称赞“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

……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这种方法运用得好，能体现化故为新、化俗为雅、化臭腐为

神奇，化寻常为高妙的创新精神，从而增添诗的意趣和意境。这方面的理论影响颇大，对引用的新颖美、

典雅美的形成，确有一定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对滥用典故的批评，也从反面警示：典故如滥用，“美”即变成了丑。如：钟嵘

《诗品·序》中批评“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肖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缉事比类，

非对不发，……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的批评，也影响深远。

到了现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归纳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批判过的引用五“流弊”：用典“隐僻”

“拉杂”“浮泛”“刻削成语”“失照管”等，至今还时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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